
　　【数字技术如何支持绿色发展·主持人语】在“绿色化”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方向的后疫情时

代背景下，以低碳发展为特征的绿色高质量增长模式是践行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也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经济社会绿色化转型和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

手，数字技术能否最大程度地发挥助力城市清洁低碳和节能减排的强大潜能，关系着区域经济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路径模式和时序安排。因此，科学研判数字技术的环境效应，精准探析数字技

术助力低碳转型的路径机制，对于圆满完成“30·60”战略目标和“十四五”规划数字中国建设任务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期推出的两篇文章，都是借助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手段检验“双碳”战略目标引领下数字技术

对区域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其中“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一文以“新

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架构为研究方向，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探寻以新一代数

字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径，进而识别在城市特色指标和资源禀赋

差异下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双向赋能区域破解“稳发展、促减排”困局的基础条件；而“数

字化转型促进中国企业节能减排了吗？”一文通过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效应，发

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作用下借助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生产经营活动结构优化实现节能减排的机制

路径，进而揭示企业内外部环境对数字化转型节能减排效果的异质性影响，对中国企业实现数字化

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协同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马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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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迈入“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攻坚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发展“赋
能聚力”和“加档提速”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文章基于2003—2020年2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选用多期

DID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

现：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产业转型升级是智慧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

路径，其中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创新能力较好、具备经济集聚优势、严格环境规制的城市碳减排效应更为

显著。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双向赋能可以开创循环经济新格局，对区域经济减污降碳

和绿色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文章的核心结论有助于激活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减

排效应的“创新红利”和“结构红利”，也为实现“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愿景提供了

路径支撑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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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十四五”规划开启我国经济社会低碳转型

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明确“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协同发展的重点方向，强调推动大数

据、人工智能、高速宽带、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
①

，而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则成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有力抓手。据21世纪经济报道，城市地区的碳排放

在国内总量占比高达80%。为应对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诸多问题，2008年IBM首次发布“智慧

城市”计划，智慧城市建设的探索和试点自2012年起成为国家性方针政策。作为碳减排的主战

场和“双碳”战略目标的最大应用场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被视为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根本出

路，是探索城市低碳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赢路径，是繁荣数字经济、构建“数字中国”的

有效载体，在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强化数据治理能力、优化城市运营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竞争

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效治理和精准施策提供了技术支撑，

充分彰显了以“智能化”“数字化”赋能经济社会绿色化转型和系统性变革的必要性。作为全球

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建设实施国，我国智慧城市相关试点城市累计超过800个，智慧城

市在步入高速发展通道的同时，也成为构建城市新发展格局的科学有效的战略选择。与此同

时，为适应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我国城市正处于由要素和投资

驱动向创新驱动跃迁的关键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信息技术和城市化高度融合的崭新发展

模式，被认为是绿色技术创新“赋能聚力”的重要推动力（宋德勇等，2021）。因此，在“30·60”战

略目标和“十四五”数字中国建设任务的引领下，如何激发智慧城市建设助力城市清洁低碳和

节能减排的强大潜能，是需要政府和学术界深入研讨和探索解决的重要课题。

对此，本文选择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探寻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径。作为城市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能否达到协同联

动的理想效果，关系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路径模式和时序安排。智慧城市建设是信息化与新

型城镇化结合的最佳发展模式，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驱动力的融合，不仅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创新应用为核心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加速移动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产业的培育

和兴起，还以“新基建”为载体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智能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支持。同时，产业

转型升级为智慧城市建设创造持续的投资拉动和崭新的发展活力，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

升级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Caragliu和Del Bo，2019）。而产业转型升级被认为是节能减

排的根本路径，且我国碳排放70%以上集中于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产业体系低碳

化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双赢”的重要支撑条件（Wang等，2018）。因此，在城市经济探寻

绿色转型发展路径的背景下，研究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

至关重要，对于助力碳排放“阻击战”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

此，本文旨在对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以

期为城市实现减污降碳目标和经济转型发展，以及可持续、可循环、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选择

策略提供参考建议。

既有文献大多集中于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王敏等，2020；Wang和Deng，2022）、环

境污染（石大千等，2018；Chu 等，2021；崔立志和陈秋尧，2019；Gao和Yuan，2022）、低碳发展（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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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10月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和平等，2022；张荣博和钟昌标，2022）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范洪敏和米晓清，2021；Jiang 等，

2021；Wang 等，2022）两两关系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明晰的理论逻辑，但鲜

有学者深入探讨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在已有学

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绿色发展重塑全球产

业体系与竞争格局的背景下，基于2003—2020年221个城市面板数据测算智慧城市试点的碳

减排效应，丰富和拓展了“双碳”战略目标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和分析视野；其次，以“新兴技术

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架构为研究方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视角深入探讨智慧城市

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抑制效应，为城市实现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协同发展提供路径支撑与

决策依据；最后，基于城市之间在绿色创新、数字化基础、资源禀赋方面不均衡的发展现状，进

一步识别了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条件，有利

于各级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激活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减排效应的“创

新红利”和“结构红利”，以区域合力共同实现生态文明发展高层次目标和美丽中国美好愿景。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低碳发展是积极践行“双碳”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是强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坚定举措，

是全力构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邵帅等，2022）。智慧城市建设利用自身具备的信

息技术优势、优质资源禀赋和智能管理体系，通过调动全社会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和资源配置

效应与城市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高质量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助力（范

洪敏和米晓清，2021）。

（一）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具 有 绿 色 经 济 转 型 效 应 ， 是 解 决 城 市 环 境 问 题 的 重 要 抓 手 （ 石 大 千 等 ，

2018）。其一，智慧城市建设以“产业智慧化”推动生产方式向智力与技术密集型转变，依托清洁

生产技术进步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姚圣文，2022），依托专业化集聚模式加

速创新型产业聚变和要素集约节约（任晓松等，2020），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低碳排强度、高减

排能力”优势，从源头上减轻污染排放压力（Benzerrouk等，2021），进而加速实现碳排放和经济

发展“脱钩”。其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市智慧化”构建高效、便捷、精准的城市运行模式，依托

智能交通网络和绿色短途移动解决方案缓解城市拥堵，兼顾便捷出行和绿色经济可持续交通

（Jiang 等，2021）；依托严格的“大数据”监管和数字化治理手段全面提高环境监测能力，倒逼环

境质量持续优化（Li 等，2021）；依托“新基建”的普及和碳交易平台激发数字经济环境改善效应

（Shahnazi，2021），加速实现区域“碳中和”目标。其三，智慧城市建设以人才“虹吸效应”、知识扩

散效应和“学习型城市”标杆效应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依托生态文明理念和榜样示范效

应引导居民生活方式绿色化变革（Chu 等，2021），依托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环保责任意识优化环

境治理格局（Li，2022），并依托城市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全力支持城市环境治理和研发投入

（Gao和Yuan，2022）。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H1：从新型城市发展和循环经济的视角来看，智慧城市建设依托科学管理和绿色技术

进步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

（二）智慧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碳排放

作为“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首要服务对象，以ICT技术赋能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器”和“加速器”（宋德勇等，2021）。而产业转型升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

之路，是加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刘志华等，2022），是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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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稳发展、促减排”困局的有效路径（黄和平等，2022）。首先，产业结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能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分布格局，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内容（Wei和

Zhang，2020）。产业结构从劳动、能源、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高新产业和高附加值服

务业转变，既是要素组织形式更替的过程，也是区域能源节约和减污降碳的过程，能够加速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拐点的产生（刘备和董直庆，2020）。其次，要素资源配置是影响区域碳

排放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合理化是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表现（程中华等，2019）。要素和技术

的高度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的动态效应，以产业上下关联和前后联动的增强提升资

源要素利用效率，通过经济活动的规模化运作和专业化分工推进成本节约、资源最优配置的绿

色经济发展，持续释放产业结构碳减排潜力（Mahmood 等，2020）。最后，绿色创新驱动是实现

“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产业技术效率是减污降碳的关键环节（Nasir 等，2021）。绿色技

术迭代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化调整和双向优化，有效激活绿色产品研发和市场竞争

热度，能够显著降低单位生产总值碳排放，以能源节约和动力转换保障经济效率提升和绿色低

碳转型（湛泳和李珊，2022）。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H2：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内生增长理论，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

城市碳排放起到促降作用。

（三）智慧城市建设碳减排效应的异质性

基于文献梳理和机制分析，本文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征是产

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结合我国城市间极不均衡的发

展现状，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在不同水平的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

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征下将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层面，绿色科技创新应用是智

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产业体系低碳化发展的关键支撑。一方面，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壮大5G、

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经济等环境友好型产业，通过“挤出效应”压缩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

产业生存空间，促进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方式向生态环保方向转型；另一方面，依托技术“溢出效

应”和创新“示范效应”推动清洁能源成本下降和需求上升，实现产业技术效率的整体提升，促

进智慧城市能源消费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基于数字化发展基础层面，在智慧城市建设进

程加速的背景下，信息化手段与产业生态融合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应用工具，也是推进城市节

能减排的重要载体。其一，智慧城市依托数字技术促进企业信息共享和创新协作，结合科学管

理手段实现对企业边界的拓展和中间环节的优化，以企业研发、生产、运营效率的整体提升推

动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其二，智慧城市依托数字技术低投入、“高”产出的模式优势，以跨行

业跨领域的泛在物联和集成创新倒逼产业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革新，促进产业组织效率向高

效集中方向转型；其三，智慧城市依托数字技术开放、协同、共享、联结的优势，实现对产业污

染治理手段和能源管理模式的多维度渗透，以多渠道的动态管理模式推动能源使用效率和治

理效能的提升。基于资源禀赋特征层面，人力资源、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投资是智慧城市建设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能够显著提升城市整体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效率和政府治理能

力，在严格的环境规制的辅助下，智慧城市通过构建智能化、精准化、全方位的管理体系为城

市产业绿色转型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而助力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因此，绿色技术创

新、数字化发展基础较好和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推进的智慧城市

建设可能对区域碳排放产生的影响更大更显著。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H3：基于城市特色指标和资源禀赋差异，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

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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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试验，本文选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281个地级市

层面数据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考虑到试点城市涵盖地、县级城市，为

确保研究结论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剔除59个非地市级试点城市和2019年经

历行政区划调整的莱芜。经处理后，样本城市合计为221个城市，其中处理组为住建部2012年开

始分三批发布的86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对照组为135个非试点城市。根据DID模型建立的基本

要求，参考宋弘等（2019）、胡兆廉等（2021）的研究方法，新设表示城市和年份差异的双重倍差

变量Smart_Policyit。同时，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引用PSM-DID模型和

其他检验方法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和科学性，以期在更科学更精准的范围内获得智慧城市建设

试点政策的碳排放处理效应。

考虑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分批次增加试点城市范围的，为科学评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Carboni,t = α+βS mart_Policyi,t +γControl_Vari,t +CityFE+YearFE+εi,t (1)

εit

β

其中， i和 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Carbon为城市碳排放水平，Smart_Policy为智慧城市政策变量，

Smart_Policy=1代表城市i在年份t属于智慧城市试点城市，Smart_Policy=0代表城市i在年份t不属

于智慧城市试点城市。Control_Var为控制变量，控制影响区域碳排放水平的其他因素，包括城

市财政自主权、经济活动水平、信息化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碳汇水平、研发投入、实际利

用外资水平等。CityFE为城市固定效应，YearFE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

测量了城市碳排放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差异。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市碳排放（Carbon）。本文参考韩峰和谢锐（2017）、孙鹏博和葛力铭（2021）

的做法，基于历年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全社会用电量消费测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行

对数化处理。具体测算方法为：
Carboni,t =Cu+Cp+Ct = κEu+ νEp+ϕ(η×Et) (2)

η

κ ν ϕ

κ ν

ϕ

其中，Cu、Cp、Ct分别表示城市历年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全社会用电量产生的碳排放，Eu、Ep、Et分

别表示城市历年消耗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因为燃煤发电是电力消费引

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且目前我国城市燃煤发电的比例居高不下，因此主要测算燃煤发电的碳

排放量。 表示燃煤发电占城市总发电量的比例，考虑到我国各城市燃煤发电占比差异不大，采

用历年《中国电力年鉴》发布的煤电占比数据统一衡量城市层面的煤电比例
①

。  、 、 分别表示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根据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网数据， 、 分别

为2.1622kg/m3
和3.1013 kg/kg，根据马忠海等（1999）的研究结论， 为1.3023 kg/（kw·h）。

2.核心解释变量：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Smart_Policy）。本文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作

为一项准自然试验，以城市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reat×Post）表示智慧

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政策处理效应（Smart_Policy）。具体而言，将智慧城市试点城市Treat设置

为1，代表处理组，将非试点城市设置为0，代表对照组；将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分

别设置为0和1。因为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是在2012—2014年分批设立的，不同智慧城市试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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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政策时间虚拟变量不完全一致。

3.控制变量（Control_Var）。为了更科学准确地分析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在碳

减排中发挥的作用，还需要加入对区域碳排放产生潜在影响的其他因素。借鉴胡兆廉等（2021）

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1）经济活动水平（Wage），以城镇从业人员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形式

来表示；（2）信息化基础（Pinf），以互联网宽带订购用户数占城市总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表示；

（3）财政自主权（Fiscal），以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比值来表示；（4）基础设施建设（Infra），以人均道

路面积的对数形式来表示；（5）实际利用外资（Fdi），以当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值来表示，并使用平均汇率将单位从美元换算为人民币；（6）研发投入（Sic），以城市当年科

研事业费支出的对数形式来表示；（7）绿色碳汇水平（Green），以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对数

形式来表示。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①

本文基础数据为2003—2020年的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经处理后的样本数据

为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中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为处理组，非试点城市为对照组。数据来源于

Wind资讯数据库、EPS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城市历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  实证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②

双重差分模型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进行评估的必要前提是被解释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

的样本选取满足随机原则，即两组样本城市在未被列为试点城市前，碳排放水平不存在明显的

差异。同时，在被列为试点城市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变化趋势存在显著区别。本文参

考Beck等（2010）的研究方法，引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合计16年的观测区间，将智慧城

市试点前7年和后8年的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借助虚拟变量的显著性结果来验证样本数

据是否满足平行趋势要求。表1展示了观测区间各年份虚拟变量估计值的显著性及其动态变化

趋势，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的估计值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试点政策实

施前两组样本城市之间的碳排放水平的变化趋势不具备系统性差别，符合双重差分模型的平

行趋势假设要求。政策实施之后的虚拟变量均显著异于0，表明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能够在政策

实施后发挥碳减排效应，且呈现持续增强的趋势。
 

表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Carbon 变量 Carbon 变量 Carbon 变量 Carbon

Admico_7 −0.0143(−1.56) Admico_3 −0.0229(−1.09) Admico1 −0.0466*(−1.65) Admico5 −0.2369***(−7.42)

Admico_6 −0.0137(−1.04) Admico_2 −0.0206(−0.91) Admico2 −0.0915***(−3.02) Admico6 −0.2986***(−9.03)

Admico_5 −0.0195(−1.19) Admico_1 −0.0166(−0.69) Admico3 −0.1443***(−4.71) Admico7 −0.3493***(−10.19)

Admico_4 −0.0285(−1.47) Admico0 −0.0275(−1.06) Admico4 −0.1878***(−6.01) Admico8 −0.3671***(−10.71)
Control_Var YES Control_Var YES Control_Var YES Control_Var YES

Obs 3 978 Obs 3 978 Obs 3 978 Obs 3 978

Adj.R2 0.7783 Adj.R2 0.7783 Adj.R2 0.7783 Adj.R2 0.7783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并加入城市个体固定
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下同。
 

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第5期

①篇幅所限，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②篇幅所限，平行趋势检验图未列示，留存备索。



（二）共同支撑检验①

在确认模型满足平行趋势检验要求后，需要进一步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寻找对照组中

从控制变量特征表现上与处理组匹配效果好的样本，以尽可能降低DID方法的非随机选择偏

误。具体而言，将经济活动水平、信息化基础、财政自主权、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利用外资、研发

投入和绿色碳汇水平设定为协变量，基于是否为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对表示城市特

征的协变量进行Logit回归，测算各城市加入试点城市名单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匹配值，并使用

1:1近邻匹配法从对照组中筛选出与处理组的试点城市特征最为契合的样本数据，有效降低不

同城市之间碳排放的系统性偏差。表2展示了PSM-DID模型的共同支撑检验结果，即城市特征

系统性误差缩减前后的对比情况。在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不同控制变量的样本

均值分布均匀，且标准误差的绝对值均低于5%的控制水平，符合共同支撑检验要求。同时，本

文借助倾向性匹配得分绘制密度函数图以进一步观测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拟合效果。在倾向性

得分匹配后，概率分布密度函数图的拟合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说明模型匹配效果较好，再次验

证了本文采用PSM-DID检验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 2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共同支撑检验

变量名称 处理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标准误差 T值 P值

Econo
匹配前
匹配后

4.5299
4.5299

4.5058
4.5354

18.6
−2.0

5.66
−0.57

0.008
0.571

Pinf
匹配前
匹配后

0.1573
0.1573

0.1484
0.1508

12.7
2.0

3.77
1.25

0.024
0.211

Fiscal
匹配前
匹配后

0.4877
0.4877

0.3973
0.4886

43.2
−0.4

13.50
−0.11

0.000
0.912

Infra
匹配前
匹配后

1.1554
1.1554

1.1092
1.1554

21.7
0.0

6.70
0.00

0.000
0.999

Fore
匹配前
匹配后

0.0188
0.0188

0.0174
0.0199

12.3
−1.8

3.65
−0.95

0.026
0.342

Sic
匹配前
匹配后

4.0539
4.0539

3.8698
4.0548

24.0
−0.1

7.48
−0.03

0.000
0.974

Green
匹配前
匹配后

1.5641
1.5641

1.5558
1.5657

11.6
−1.4

3.35
−0.39

0.019
0.700

 

（三）多期DID回归和PSM-DID回归

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和PSM-DID模型，并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聚类稳健标准误对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行测算。表3展示了多期DID和PSM-DID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和模型（2）为多期DID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为PSM-DID回归结果，两个模型均包含

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两个部分。根据多期DID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

否引入控制变量，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Smart_Policy）对区域碳排放（Carbon）的降低都存在

显著的推动作用，作用力度高达22.73%，研究假设H1得到初步印证。
 

表 3    基准回归和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Smart_Policy −0.2273***(−12.89) −0.2283***(−13.35) −0.1984***(−12.06) −0.2003***(−12.09)

Constant 5.3015***(478.02) 3.9601***(12.62) 5.3189***(419.58) 4.2263***(16.03)
Control_Var NO YES NO YES

Obs 3 978 3 978 2 506 2 506

Adj.R2 0.7320 0.74316 0.7163 0.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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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避多期DID检验的选择性偏差，消除由政策冲击造成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系统性

差别，本文在共同支撑检验的基础上提取相应的非试点城市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引入PSM-

DID模型进行再次检验。根据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的PSM-DID回归结果，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略

有下降，表明多期DID模型对政策效应的估计偏高，但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多期DID回归结果

保持高度一致。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碳排放的促降作用达到19.84%，且系数在1%的水平上高

度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为尽可能消除因部分不可

观测的城市特征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效应

造成的影响，本文参考白俊红等（2022）对多期

DID模型的安慰剂检验方法，即同时随机构建

伪处理组虚拟变量Testrandom与伪政策冲击时间变

量Postrandom，设定虚拟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221个

样本城市进行500次的随机冲击。如图1所示，在

政 策 冲 击 时 间 随 机 的 前 提 下 ， 每 次 随 机 抽 选

86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并将此过程重复500次以

得 到 5 0 0 组 虚 拟 变 量 T r e a t r a n d o m
（ 即

Testrandom×Postrandom）。根据结果所示，安慰剂检验

生 成 的 核 密 度 集 中 于 0附 近 ， 且P值 大 多 高 于

0.1，与基准回归模型中实际政策估计系数−0.2283

存在显著差异。

2.替换碳排放衡量指标。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受碳排放指标测量方式的影

响 ， 本 文 借 鉴 黄 和 平 等 （ 2022） 的 研 究 方 法 ， 基 于CEADs（ 中 国 碳 核 算 数 据 库 ） 数 据 库 中

1997—2019年290个城市碳排放清单测算地级市碳排放总量，并选取历年碳排放总量与地级

市GDP的比值作为地级市碳排放强度（CEI）的衡量指标，最后引入本文2003—2019年核心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城市数据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系

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水平。

3.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的序列自相关和惯性关联等内生性问

题，上一年度的碳排放在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影响下会传导至当前年度，所以本文将上一年度的

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全样本回归模型进行再次验证。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加入被解释变

量滞后项后智慧城市建设的降碳效应仍然显著存在，验证了前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4.排除其他政策。考虑到地方政府政策的实施周期具有长期性，在周期内会存在许多类似

或关联政策同步或交叉进行，不可避免地带来政策叠加效应。所以，本文需要搜集在样本周期

内颁布的与智慧城市建设和区域碳排放相关性较大的其他政策，并检验其对回归结果的冲击

效应。有鉴于此，为有效识别和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本文在全样本回归中分别加入了低碳城

市试点Lowc（宋弘等，2019）、创新型城市试点Inno（苏涛永等，2022）、碳排放交易权试点城市

Tanp（张艳等，2022）三类政策变量，以此识别在控制其他政策影响的条件下，智慧城市试点政

策和区域碳排放的因果关系。表4结果显示，在加入三类政策变量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

仍然高度显著，系数符号不变且数值略有提升，说明其他政策的叠加并未对智慧城市建设和区

域碳排放的因果关系带来冲击，前文研究结论是相对稳健的。而从三类政策变量的结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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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慰剂检验后的系数估计值分布

注 ： X 轴 为 5 0 0次 随 机 抽 取 生 成 的

Treat
random

估计系数。黑色的圆圈为估计系数

的P值，实线为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旁侧

的虚线为实际政策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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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和创新型城市试点均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的降碳作用

暂未显现。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变量
（1） （2） （3） （4） （5）

更换碳排放指标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Smart_Policy −0.0243***(−10.52) −0.0688***(−24.81) −0.2193***(−12.62) −0.2213***(−13.00) −0.2262***(−13.11)

L.Carbon 0.8697***(77.13)

Lowc −0.0521***(−2.07)

Inno −0.0677***(−3.94)
Tanp 0.0319(1.22)

Constant 0.0294***(28.23) 0.5062***(5.96) 3.9807***(12.76) 4.0148***(13.09) 3.9898***(12.73)
Control_Var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3 757 3 757 3 978 3 978 3 978

Adj.R2 0.2552 0.9511 0.7443 0.7460 0.7437
 

5.样本数据筛选。为进一步剔除样本数据非随机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龙玉

等（2017）的研究方法，将样本范围缩小至“外围城市”重新进行回归，即剔除样本内所有省会城

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中心城市。同时，为剔除样本数据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参考张兵兵等

（2021）的做法，对数据进行缩尾1%和断尾1%处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调整样本范围和剔除

极端值影响后的检验结果仍然与上文保持一致，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仍然高度显著，本

文核心结论得到再次验证。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变量

（1） （2） （3） （4） （5） （6）

样本数据筛选 反事实检验

外围城市 缩尾1% 断尾1% 提前1年 提前2年 提前3年

Smart_Policy −0.2296***(−12.96) −0.2180***(−13.12) −0.2163***(−13.93) −0.0113(−0.99) −0.0045(−0.38) −0.0080(−0.65)

Constant 3.8896***(12.15) 3.8076***(11.72) 3.7993(10.71) 2.5909***(9.90) 2.5928***(9.24) 2.5735***(8.06)
Control_V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3 762 3 978 3 464 2 210 1989 1 768

Adj.R2 0.7456 0.7631 0.7534 0.7451 0.7286 0.6965
 

6.反事实检验。为进一步规避模型设定可能因变量遗漏、反向因果问题引致的回归偏误，

本文引入反事实检验模型再次检验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即通过更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

开始时间，来消除因其他因素而不是试点政策造成的差异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联。具体而

言，将智慧城市建设的开始时间分别提前1年、2年和3年，并重新设定虚拟变量加入全样本回归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回归结果，智慧城市建设估计变量在三个模型结果中均不显著，再次

验证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政策效应。综合以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本文核心结论

的科学性和稳健性得到进一步有效验证。

（五）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基础和机制分析，为检验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

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引入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交互项Smart_Policy×Ind_Pro并

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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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i,t =α+βS mart_Policyi,t +δInd_Proi,t + θS mart_Policyi,t × Ind_Proi,t

+γControl_Vari,t +CityFE+YearFE+εi,t
(3)

考虑到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从技术创新和效率升级层面作用于产业转型，本文选择从产业

结构高度化层面度量产业转型升级指标（Ind_Pro），如果变量系数显著，则说明产业转型升级

是智慧城市建设助力城市碳减排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借鉴刘伟和张辉（2008）、袁航和朱承

亮（2018）的做法，以城市历年三次产业占比和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值来表示。具体测

算方法为：

Ind_Proi,t =

3∑
m=1

yi,m,t × lpi,m,t =

3∑
m=1

[
yi,m,t × (Yi,m,t/Li,m,t)

]
,m = 1,2,3 (4)

t

其中，yi,m,t为城市i第m产业在年份t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lpi,m,t、Yi,m,t、Li,m,t分别表示城市i第m产业

在 年的劳动生产率、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员数量。

表6展示了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多期DID和PSM-DID回归

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多期DID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为PSM-DID回归结果，

两个模型均包含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两个部分。根据回归结果可知，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和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交 互 项 在 1%的 水 平 上 始 终 显 著 为 负 ， 且 作 用 力 度 介 于

7.35%−33.54%之间。据此，研究假说H2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城市碳排

放下降的机制得到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Smart_Policy 1.8569***(6.52) 0.4106**(2.08) 1.6190***(5.95) 0.2926(1.50)

Smart_Policy×Ind_Pro −0.3354***(−7.11) −0.0987***(−3.02) −0.2892***(−6.41) −0.0735**(−2.27)

Ind_Pro −0.3354***(−7.11) −0.0515*(−1.90) 0.5130***(19.94) −0.0735**(−2.41)

Constant 2.1601***(13.54) 2.5238***(10.56) 2.6597***(17.92) 2.9089***(12.84)
Control_Var NO YES NO YES

Obs 3 978 3 978 2 506 2 506

Adj.R2 0.4701 0.7295 0.4491 0.6946
 

五、  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碳减排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城

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是否因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数字化发展基础的不同而具有显著差异？试

点政策是否因城市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的结果？

（一）城市特色指标的异质性

考虑到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及我国城市间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创新能力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情况，有必要考察在不同水

平的数字化发展基础和城市绿色创新能力下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对区域碳排放是否

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鉴于此，本文分别参考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董直庆和王辉（2021）

的研究方法，引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数字中国指数中351个地级市的数字化综合指数和

地级市每千名研发人员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来分别代表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和绿色技术创

新 水 平 ， 并 根 据 中 位 数 将 以 上 两 个 指 标 各 划 分 为 低 水 平 城 市 和 高 水 平 城 市 两 种 类 型 。 根 据

表7的回归结果，在高水平的城市数字化发展基础和绿色技术创新支撑下，产业转型升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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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降碳效果更显著，验证了其在城市数字化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条

件下存在的异质性作用。
 

表 7    城市特色指标异质性检验结果

特色指标
城市数字化发展差异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差异

低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高水平

Smart_Policy×Ind_Pro −0.0692(−1.64) −0.1302***(−2.61) −0.0852(−1.59) −0.1190***(−3.15)

Constant 2.5684***(7.14) 2.5037***(11.65) 2.4537***(5.73) 2.5178***(10.11)
Control_Var YES YES YES YES

Obs 1980 1998 1980 1998

Adj.R2 0.6885 0.8114 0.7053 0.7616
 

（二）城市地理区位异质性

基于我国区域之间高度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水平和显著的气候差异，地理区

位可能是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抑制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经济和

地理区域分布两个维度来进一步检验碳减排效应的异质性。

依据经济区域分布，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四个部分。回归结果如

表8所示，东部地区显著为负且碳减排效应最明显，作用力度高达20.28%，这得益于经济相对领

先的东部地区具备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政策、基础设施等优势条件，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

绿色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进而能够通过高新技术产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持续发展有效

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中部地区显著为负且碳排放抑制作用为9.87%，这是因为中部地区正处

于全面加速崛起的攻坚时期，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城市创新实力显著增强，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作为重要的制造业集聚地，区域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碳排放压力仍

然显著存在，因此碳减排作用力度小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回归结果为负但均不

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近年来成为东中部地区高能耗产业

转移的“污染庇护所”，且承接的重污染企业是当地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的重要源头，在经济增

长和政绩考核双重压力下当地政府无法有效推动碳减排工作；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

基地，产业转型和经济振兴面临巨大的绿色化、现代化调整压力，且缺乏灵活的政策体系和完

善的体制机制来应对减排降碳的现实挑战。
 

表 8    城市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

地理区位
经济区域差异 地理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

Smart_Policy×Ind_Pro −0.2028**(−2.56) −0.2663(−1.00) −0.0987**(−2.07) −0.0937(−1.65) −0.1596***(−3.26) −0.0647(−1.47)

Constant 2.3928***(8.99) 3.4996***(8.73) 0.7573***(3.08) 2.3008***(4.44) 2.0534***(4.04) 2.8731***(10.9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1 008 504 1 170 1 296 2016 1962

Adj.R2 0.8498 0.7765 0.7802 0.6626 0.7228 0.7439
 

依据地理区域分布，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南北地区两个部分。根据回归结果，南方地区

的交互效应高度显著为负，碳减排作用力度达到15.96%，而北方地区交互项系数符号为负但不

显著，这主要因为南方地区具有相对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技术基础，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依

托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创新驱动，对能源的依赖和资源的消耗相对较小。北方地区煤炭、钢铁

等重工业和高耗能产业占比高，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严重，加上冬季北方地区集中燃煤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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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剧了碳排放压力，导致碳减排工作推进难度较大。以上回归结果验证了产业转型升级

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在地理区位分布方面存在的异质性影响。

（三）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

针对城市之间人才要素、经济基础、资源集聚、环境规制、综合实力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必

要进一步梳理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在不同城市资源禀赋下的碳减排效应是否具

有异质性。有鉴于此，本文以城市每万人普通高等大学在校生人数对数和人均GDP对数分别代

表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以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代表经

济集聚水平，以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负向指标代表环境规制强度，并将以上四个指标二

等分为低水平城市和高水平城市两组。同时，引用第一财经《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2019年

的排名结果，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二线及以上与二线以下两个部分。

根据表9展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人才要素和资金要素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

市建设发挥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基础条件下，交互项的区域降碳

效应分别为9.8%和10.7%。高经济集聚水平下的交互项碳减排效应高达18.05%，说明资源集聚

充分调动了知识溢出、降本增效、集中监管等中间效应，优化清洁技术和能源结构，对区域碳

排放发挥强有力的抑制作用。环境规制是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影响碳排放强度

的有效路径，抑制效应高达14.78%，说明在严格的环境监管政策和较高的公众环保意识环境

下，试点政策和产业升级的融合能够推动生态环境改善和环境效益提升。从城市综合实力角度

来看，二线以下城市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于综合实力水平较低的城市，在被评为智

慧城市试点后，产业体系的碳排放下降更多，与孙鹏博和葛力铭（2021）的研究结论一致。以上

回归结果充分验证了研究假说H3，在不同的城市资源禀赋条件下，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

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发挥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表 9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检验结果

资源禀赋
人力资本 经济基础 经济集聚 环境规制 综合实力

低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高水平 二线以上 二线以下

Smart_Policy×Ind_Pro −0.0685
(−1.40)

−0.0980***

(−2.87)
−0.0390
(−0.83)

−0.1070**

(−2.22)
−0.0589
(−1.55)

−0.1805***

(−3.06)
−0.0807
(−1.65)

−0.1478***

(−2.91)
−0.0804
(−0.93)

−0.1107***

(−3.25)

Constant
2.0849***

(6.03)
3.4972***

(16.09)
2.3631***

(6.86)
2.7553***

(12.56)
2.9077***

(13.36)
2.0227***

(4.25)
2.8722***

(12.81)
2.0309***

(4.72)
3.0239***

(6.45)
2.5123***

(4.2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1980 1998 360 3 618

Adj.R2 0.7355 0.7487 0.7308 0.7328 0.7134 0.7254 0.7146 0.7321 0.7210 0.7331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全球经济步入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以低碳发展为特征的绿色高质量增长路径是我

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智慧城市建设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

标 的 关 键 。 本 文 基 于2003—2020年 我 国221个 地 级 市 面 板 数 据 ， 借 助 多 期DID模 型 和PSM-

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智慧城市建设

是地区经济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平均作用力度达到19.84%−22.83%，结合更换碳排放指

标、排除其他政策、反事实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核心结论仍然高度显著。第二，产业转

型升级是智慧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路径，以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的智慧城市建设

与产业绿色转型、结构升级的双向赋能是区域破解“稳发展、促减排”困局的重要抓手，整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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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够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7.35%−9.87%。第三，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

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其中，在特色指标层面，在高水平的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发展基础

上，降碳效果更显著；在地理区位层面，东中部地区、南方地区碳减排效应高度显著，东北、西

部地区和北方地区作用不明显；在资源禀赋层面，人力资本、经济基础、经济集聚和环境规制

水平均是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发挥降碳作用的重要因素，而目前综合实力较低

的城市存在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潜力。本文的核心结论能为实现“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

融合”的政策愿景提供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度挖掘科学管理和绿色技术创新应用优势，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引导城市经济

绿色转型发展的持续动力。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高速宽带、5G等新兴技术研发部署，加速智

慧传感器、物联网、通讯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迭代升级，加快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和创

新要素融合与协同发展，以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红利”激发实体经济内生循环和转型潜力，构

建清洁、节能、高效、协同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并辅以高标准多领域的污染排放限值和高精

度智能感知监控系统，最大限度地激发智慧城市建设赋能产生的区域碳减排效应。例如，借助

物联网、大数据、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完善智慧交通管控系统，通过实时监测与合理分流降低

城市拥堵和延误指数，综合利用新能源交通设施、智能公共交通和绿色短途出行方案，实现城

市交通领域的低碳运营。

第二，持续释放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资源集聚效应，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加速产业结构

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数字化、绿色化、智慧化为发展方向，加速新型信息技术和环境

友好型科技成果的有效融合，加快新兴战略、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业的培育壮大，优化产业

链、技术链、人才链、资本链的合理分工和科学布局，以智慧城市建设的“结构红利”驱动现代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构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生产体系、空间布局和产业生态，并辅

以需求升级引致的绿色消费市场倒逼供给改善机制，进而形成低能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

续的绿色产业格局。具体而言，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优势，一

是鼓励区域特色企业和龙头企业借助信息化手段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并依托“大数据”监管和

环境规制引导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完成生产方式转型；二是重点关注系统架构、大数据、自动

控制等领域专业技能人才的培育，完善与智慧城市建设相适应的应用型知识教育和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为城市智慧产业聚集发展提供专业人才储备。

第三，加快创新智慧城市和产业转型升级融合机制，凝聚协同降碳优势成为实现生态文明

美丽中国愿景的有力支撑。加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由管理端向生产端的延伸，加强智慧城市建

设和经济社会多领域的有效互动和渗透融合，切实发挥对人工智能、智能智造、节能环保等高

精尖产业的创新驱动和技术赋能作用，打造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架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

态圈，凝聚智慧城市建设的引擎动力效应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应用支撑效应，以智慧城市建设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互动和联动发展，构建支撑城市低碳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确保“30·60”战略目标的有序推进。具体而言，充分把握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融合发展机

遇，实现智慧技术在研发设计、采购调配、生产制造、物流仓储、营销运营等生产领域的综合应

用，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产业生态中的创新应用为

契机，积极打造以数字化、绿色化、智慧化为主题的企业、园区、城区不同层次的“双碳”标杆，

以绿色产业集群化发展支持城市经济低碳转型和全面升级。

第四，积极把握智慧城市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明确区域战略定位形成优势互补绿色

协调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为区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重要机遇，

探索和推广智慧城市试点驱动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平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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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合当地“新基建”基础和产业发展实际，尊重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规律，推行差

异化、精准化的治理策略，将碳排放绩效目标纳入规划指标和政策指引的核心内容，完善区域

经济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的保障机制与运营体系，以“政府+市场”的双轮驱动和双管齐下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一方面，加强被评为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之间的内部联系，完善智

慧城市建设相关技术和资源共享机制，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和数字化资源的合理流动，解决

部分试点城市因绿色技术缺位、数字化发展滞后面临的环境治理低效与产业转型困难等问题。

另一方面，以城市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特征为考量因素，分类指导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和推广，

对于信息化基础较薄弱的西部和东北地区，应注重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技能人才引进；

对于重工业和供暖集中的北方地区，应优先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逐步压缩高能耗、高排放产业

占比；对于综合实力相对较强的南方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其资源要素优势，建立健

全多级联动、智慧生态的城市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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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i Shan,  Zhan Yong
( School of Business,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

Summary: As  China  enters  the  critical  stage  of  green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goal,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empowering” and “accelerating” urba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3 to 2020,  this  paper  selects  multi-period DID

and PSM-DID model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urban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further verifi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with  an  average  effect  of

19.84%-22.83%.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replacing  carbon  emission

indicators, excluding other policies, and counterfactual testing, the core conclusions are still highly

significant.  Seco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o  curb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The  two-way  empowermen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enabl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region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stabilizing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emission  reduction”.  On  the  whole,  it  can  reduce  th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y  7.35%-9.87%.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ha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at the level of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high-leve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is  highly  significant,  while  the  effect  in  the  north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is not obvious; at the level of resource endowment, human capital,

economic  foundati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for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o play a role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cities with low comprehensive strength

have more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In  a  word,  the  two-way  empowermen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an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conclusions

help  to  activate  the “innovation  dividend” and “structural  dividend” of  the  regional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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